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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关注

破除“两军对垒”教条主义的思想前驱
———论１９５７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　１９５７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新时期破除日丹诺夫教条主义的
“两军对垒”哲学史定义的思想前驱。在１９５７年之前，主要是通过理论学习、实际斗争和示范引
路三个环节，日丹诺夫定义支配了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在“座谈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高层对
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评、苏联哲学界对斯大林时期哲学的检讨、中国学者在遵循日丹诺夫定义中
进行的反思，使得日丹诺夫定义成为质疑对象。在“座谈会”上，主要围绕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
围、如何评价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这三个问题对日丹诺夫定义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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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７年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以下简
称“座谈会”）①，是１９４９年建国后３０年里哲学界规
模最为盛大的学术会议，也是当时贯彻百家争鸣的
标志性事件②。这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史进程中
的重要一页，但很少有论著深入分析它对于当代中
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本文以为，如果把１９４９年
后的前３０年与后３０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联系起
来考察，可以看到后３０年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从彻
底破除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为经典
公式的教条主义出发的，而“座谈会”则是其前驱。

一

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确立为哲学
史的定义，源自斯大林时期掌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
央书记日丹诺夫１９４７年６月的《在关于亚历山大洛
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日丹诺
夫认为，亚历山大洛夫提出“哲学史就是人类对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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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于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２—２６日在北京大学举行，

同年５月１０—１４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
《哲学研究》编辑部在此次会议的综述中说明：这次会议“是本年
元月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继续”［《关于“中国哲学史工
作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载《哲学研究》，１９５７（３）］。本文所
指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包括了上述两次会议。仅１月的会议
参加者就有一百多人，参加两次会议的当代中国哲学界著名学
者有三四十人。目前比较全面反映“座谈会”的文献主要有２
本。一是《哲学研究》编辑部选辑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
（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所选的４５人撰写的５５篇文章，有的是在
“座谈会”的发言，有的是“座谈会”前后写的；二是赵修义、张翼
星等编的《守道１９５７：１９５７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该书将《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全
部收录其内，并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以及回忆、反思的文章。本
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注作者、篇名和页码。

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６日《人民日报》以“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政策”为标题，刊登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以“座
谈会”作为“百家争鸣”的典型，批驳怀疑这一政策的论调。《人
民日报》在同年１月到５月，对“座谈会”作了密集的报道。以党
中央机关报对一个学术会议作如此大篇幅的报道，可谓空前绝
后。１９５７年４月上旬，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接受《文汇报》记者
采访时，明确地把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争辩列为提倡“双百方
针”的一个重要标志（参见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１日《人民日报》）。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xsyk201312007&LinkType=TC&Index=1&LKText=%E7%A0%B4%E9%99%A4%E2%80%9C%E4%B8%A4%E5%86%9B%E5%AF%B9%E5%9E%92%E2%80%9D%E6%95%99%E6%9D%A1%E4%B8%BB%E4%B9%89%E7%9A%84%E6%80%9D%E6%83%B3%E5%89%8D%E9%A9%B1%E2%80%94%E2%80%94%E8%AE%BA1957%E5%B9%B4%E2%80%9C%E4%B8%AD%E5%9B%BD%E5%93%B2%E5%AD%A6%E5%8F%B2%E5%BA%A7%E8%B0%88%E4%BC%9A%E2%80%9D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xsyk201312007&LinkType=TC&Index=1&LKText=%E7%A0%B4%E9%99%A4%E2%80%9C%E4%B8%A4%E5%86%9B%E5%AF%B9%E5%9E%92%E2%80%9D%E6%95%99%E6%9D%A1%E4%B8%BB%E4%B9%89%E7%9A%84%E6%80%9D%E6%83%B3%E5%89%8D%E9%A9%B1%E2%80%94%E2%80%94%E8%AE%BA1957%E5%B9%B4%E2%80%9C%E4%B8%AD%E5%9B%BD%E5%93%B2%E5%AD%A6%E5%8F%B2%E5%BA%A7%E8%B0%88%E4%BC%9A%E2%80%9D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xsyk201312007&LinkType=AC&Index=1&LKText=%E9%99%88%E5%8D%AB%E5%B9%B3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xsyk201312007&LinkType=AC&Index=1&LKText=%E9%99%88%E5%8D%AB%E5%B9%B3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xsyk201312007&LinkType=OR&Index=1&LKText=%E5%8D%8E%E4%B8%9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3%B2%E5%AD%A6%E7%B3%BB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xsyk201312007&LinkType=KC&Index=1&LKText=%E4%B8%AD%E5%9B%BD%E5%93%B2%E5%AD%A6%E5%8F%B2%E5%BA%A7%E8%B0%88%E4%BC%9A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xsyk201312007&LinkType=KC&Index=2&LKText=%E6%97%A5%E4%B8%B9%E8%AF%BA%E5%A4%AB%E5%AE%9A%E4%B9%89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xsyk201312007&LinkType=KC&Index=3&LKText=%E6%80%9D%E6%83%B3%E5%89%8D%E9%A9%B1


围之宇宙的知识之前进、上升、发展的历史”，“各种
哲学派别在这本书中是一个一个先后排列或比肩并

列的，而不是互相斗争的”，“脱离了唯物主义的阶级
性和党性”，成了“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俘虏”；他强
调“哲学史教科书需要对哲学史这门科学下一个确
切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
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发展的历
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发生
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
主义斗争的历史。”①如果说，突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的斗争凸显了哲学的党性原则，那么按照党性是
阶级性集中体现的逻辑，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
争必然反映了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的斗争。简而言
之，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军对垒”
（在下文可以看到，之后中国学者正是这样概括的），
并与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相对应。这一定义把“两
军对垒”作为公式去裁割哲学史，把划分唯物、唯心
作为哲学史研究的唯一内容和价值评价的唯一尺

度，成了机械的、片面的、狭隘的教条。
日丹诺夫定义进入中国哲学界似乎是外来的

偶然事件，但其得到认同并被作为不容置疑的马克
思主义经典，则有着某种必然性。延安整风以后，
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其中
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为斯大林撰写）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最 “完全的
典型”，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的教材”。② 而日
丹诺夫曾经与斯大林联合署名，发表对于历史教科
书编写的两份意见。③ 因此，日丹诺夫理所当然地
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代表斯大林和苏共
中央所作的有关哲学史教材的发言很自然就拥有

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地位。④ 于是，日丹诺夫的发
言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据统计，这一发言在

１９４８年１月就有了解放区发行的中文版，至１９５４
年为止，共有１１种中文版本，总印数在８万册左
右。这为日丹诺夫发言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学习、实际斗争和示范引

路三个环节，日丹诺夫定义取得了支配中国哲学史
研究的霸权。据《新建设》的记载，从１９４９年５月到

１９５０年３月，北京哲学界的学习座谈会多次学习日
丹诺夫的讲话，对其哲学史定义表示完全认同。⑤ 正
如现藏于北京大学档案馆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
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以下简称《总结》）所说：

“解放后，新哲学会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学习，其中特
别是对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的讨论会上的发
言》的学习，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系教师们知道另外
一条研究哲学史的道路、方法、并初步了解了哲学史
的对象、党性等问题。”⑥不久，伴随着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运动而来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都把
矛头指向唯心主义。１９５５年１０月，毛泽东指出：“过
去一年国内阶级斗争”主要做了四件事，而位列第一
的就是 “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反唯心论的斗争，
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
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强调这
具有“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⑦ 这样的斗争使
置身其中的哲学界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印证了日丹诺

夫定义，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
的阶级斗争，并将此沉积在心理层面。因此，即使在
宣布百家争鸣允许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之后，“经
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现在就是特别邀请他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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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
发言》，第８３、９４、９５、８２、８４页，见《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１９４１年５月）中说：“研究马克思
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
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
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

８０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９３４年苏共中央对于《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和《近代史》教科
书纲要的意见，是以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三人署名发表的
（《真理报》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７日公布），前一份意见的署名次序是
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后一份意见的署名次序是斯大林、

基洛夫、日丹诺夫。

尤金、罗森塔尔主编的《哲学简明辞典》是辅助《联共（布）历史简
明教程》的参考资料，中文译本出版于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９年４月至

１９５１年初，仅北京三联书店就再版５次。１９５５年人民出版社出
版了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俄文第４版翻译的中文本，

成为相当权威的工具书。该辞典在“日丹诺夫”条目中，称其为
“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极优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
传家”；称其关于哲学史的发言“乃是为战斗的、党性的、和资产
阶级思想不妥协的哲学而斗争的典范”，“给哲学史下了一个精
确的定义”，“对于哲学史这门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见《新建设》１９５０年，第３卷，第１期。据该期《新建设》报道：
“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组织之座谈会自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４日起，开会

３２次。”但据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上
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０）之附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事年表·中国
部分》，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于１９４９年７月８日召开发起人会议。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第２２页。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见《毛泽
东选集》，第５卷，第１９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



公开宣传唯心主义他们都不干”①。与此同时，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初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
高级党校的苏联专家，在有关哲学史的讲课中，都重
申了日丹诺夫定义，并将其细化。② 还有一些苏联汉
学家的论著，按照日丹诺夫“两军对垒”的模式来梳
理中国哲学史，如杨兴顺列出了从孔子、孟子到朱
熹、王阳明的唯心主义阵营，以及与之对立的从老
子、墨子到王夫之、戴震的唯物主义阵营。③ 阿·阿
·彼得洛夫的《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和启
蒙思想家》（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将王充和董仲舒作为
对垒的双方。这些苏联学者的讲课、论著为中国哲
学界搭起了以日丹诺夫定义研究哲学史的示范性框

架。日后参加“座谈会”的主要人物，如艾思奇、冯友
兰、贺麟、洪谦、侯外庐、金岳霖、任继愈、张岱年、朱
光潜、朱伯崑等都经历了上述三个环节。于是，原先
在旧中国接受或欣赏唯心主义的学者开始表示要彻

底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上一边倒”④。这当然
包括倒向日丹诺夫定义。而原本就以马克思主义哲
学为指导的学者，也有了视日丹诺夫定义为马克思
主义经典的自觉意识。由此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日
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成了研究哲
学史的唯一指导方针，不允许讨论商榷。”⑤这意味着
日丹诺夫定义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公式化教条。
这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７年发表出版的有关中国

哲学史的论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１９４９年６月

１９日，冯友兰发表近４万字的长文《哲学家当前的
任务》。文章开头就提到日丹诺夫讲话（这可能是
中国哲学史界最早提到这个讲话的），并接着说：
“中国哲学发展底历史，也如欧洲哲学史一样，是唯
物论与唯心论底斗争史。这样的斗争史就是中国
历史中各时代底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同时
将其具体化：先秦墨子与孔子对垒，两汉王充与董
仲舒对垒，两宋陈亮、叶适与朱熹等人对垒，明清王
夫之、戴震与理学对垒。１９５６年，冯友兰的《中国
哲学史发展底一个轮廓》，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的斗争为主线，进一步描述了各个时期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如何对垒的大致轮廓。北京大学的《总
结》提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特
别是苏联哲学史经验的学习，因而教师们也就努力
沿着这个方向作了一些工作。《近代思想史提纲》
（即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编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
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出版———引者注）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⑥。冯友兰的上述
两文无疑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⑦，在这样
情况下写出来的还有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编写
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新建设》１９５７年２月号
至１９５８年４月号连载）和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
英、陈修斋、朱伯崑编写的《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
社，１９５７）。这两部书稿的编著者们都提及了对苏
联专家学者相关论著的“参考”。这意味着它们都
存在着受日丹诺夫定义桎梏的深重烙印。《中国近
代思想史讲授提纲》虽然不是讲述哲学史的，但也
力图贯彻“两军对垒”的精神，其“序论”指出：“中国
近代思想发展的历史，同中国近代一切为解除半殖
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斗争的历史一样，表现了两条不
同的路线：革命思想路线和改良主义思想路线。”
《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分为三大部分，其标题依次
为：“奴隶社会发展和崩溃时期唯物主义哲学的形
成及其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先
秦）”、“封建社会确立和发展时期唯物主义反对唯
心主义的斗争（秦汉至隋唐）”、“封建社会高度发展
时期唯物主义的发展及其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宋
至清中叶）”，充分体现了日丹诺夫定义的要件：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贯穿于哲学史的始终，而
唯物主义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如果说冯友兰的上
述两文勾画了唯物唯心两军对垒的大致轮廓，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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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第２０２页。

如１９５５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苏联专家谢·斯·吉谢辽夫、

瓦·依·科洛加什尼讲课的《古代哲学史讲稿》（中共中央高级
党校１９５７年出版，印数４万册）强调：“一部哲学史，是唯物主义
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第１１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
争当中反映出对立的阶级斗争”（第１７页）；“哲学史主要是唯物
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不结果实的花，是毫无意义的”（第

２６、２８页）；“中国古代哲学史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
史”，它们“代表同一统治阶级当中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哲学思想。

唯心主义代表统治阶级中的反对阶层。而唯物主义则代表着统
治阶层中的进步阶层”（第５９页）。以上材料由南开大学哲学系
乔清举教授提供。

杨兴顺：《论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李恒译），载《哲学
研究》，１９５６（４）。

金岳霖：《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载《新建设》，１９５１（５）。

任继愈：《学习中国哲学史三十年》，载《哲学研究》，１９７９（９）。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第２２页。

冯友兰在１９８０年说：“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想向苏
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看他们是如何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
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
硬套。”（《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上卷，第１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８）



么，《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则充实了这个轮廓，并
使之明晰化。如果把《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和《中
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联系在一起，那么，新中国
的前３０年影响最大的由任继愈主编的４卷本教材
《中国哲学史》（１９６３—１９７７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方面已经初具规模了。《哲学史简编》分为以
下三篇：“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西方哲学”、“马克
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国的哲学史”，其“绪论”宣布
的编写指导思想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军
对垒，就是全部哲学发展历史的基本内容。”①这里
的“全部”不仅是指纵向上的古今时间序列，而且是
指横向上的中西空间位置，就是说日丹诺夫定义放
之古今中西哲学史而皆准。

二

“座谈会”召开之际，正处于百家争鸣、反对教
条主义的氛围中，日丹诺夫定义在此时成了“座谈
会”的争鸣对象。《人民日报》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３０日
关于“座谈会”的长篇报道中指出，这次会议的召
开，是鉴于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中存在着教条主
义的倾向，不善于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哲学史上
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结果把中国哲学的发展
弄得简单化和公式化，把‘哲学史’的讲授内容弄得
枯燥、贫乏”。《哲学研究》在关于“座谈会”的综述
中，明确地把“对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是否可以修
订补充”列为会议讨论的四个问题之一。② 主办者
北京大学的《总结》在叙述会议的“主要收获”时说：
“首先会议推动了反对教条主义。整个会议的准备
过程，我们发表了不少文章，突破了教条主义”；而
把没有始终如一、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
议的“主要缺点”。③ 这次会议实际是在中国科学
院“哲学所和中宣部的领导和推动下”、“倡议下”召
开的④，领导者和推动者也表现出摆脱日丹诺夫定
义的意向。“座谈会”主持人之一潘梓年（时任中国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哲学研究所所长）
指出，“过去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所产生的问题，根
源在于吃了教条主义的亏”，因而强调“不要死扣教
条，仅仅记诵一些公式”，“例如在研究哲学史定义
问题时，我们尽可不必去管日丹诺夫的定义，而只
依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去研究好了。研究结果得出
的结论如果符合日丹诺夫的定义，那么就证明了日
丹诺夫定义的正确；如果研究的结果与日丹诺夫定

义不符，那么就可以争鸣一下，看看谁正确”，“百家
争鸣就是要破教条主义”。⑤ 作为“座谈会”的“重点
发言人”（北京大学《总结》语）即进行会议总结的胡
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在肯定中国
哲学史研究取得了新成绩的同时，指出“哲学史研
究工作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习气”，被“不知从何而
来的‘教条’”和说不出“出于何‘经’何‘典’”的武断
所压抑，“人们如果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竟以某些
小册子中的粗糙定义为向导，那是十分有害的”。⑥

在这“小册子”、“粗糙的定义”等话语中，对日丹诺
夫定义的不以为然已经溢于言表（日丹诺夫发言的
中译本３０页左右）。即使出现了如北京大学《总
结》所说的“由冯友兰、贺麟等人的文章中看到有离
开马克思主义的倾向”⑦，胡绳仍然肯定这些文章：
“在最近发表的一些讨论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文章
中，虽然未必都是指明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正确道
路，但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并且寻求克服教条主义
的办法这一点上，它们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⑧

除了媒体舆论和会议主办者、倡导者、领导者
之外，会议的实际情况也表明，日丹诺夫定义是否
是束缚思想的教条已成为争鸣的焦点。有学者指
出，会议上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的“质疑派”，主张
修改日丹诺夫定义，与此相反的是以关锋（时任中
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为代表的“坚决维
护这个定义”的“独断派”。⑨ 但这两派都批评对方
是教条主义。贺麟说，关锋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
义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教条作为指导原则，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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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⑨

郑昕将在思想上以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比喻为两支军队
的“接防”与“让防”（《开放唯心主义》，第５６页）；冯友兰在“座
谈会”前发表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说，以往
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来叙述中国哲学史（第

６７页）；贺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人们往往“以为哲学史
唯物与唯心的斗争，也要像两军主帅骂阵那样”（《关于对哲学
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第２０６页）。这些都反映了日丹诺夫定
义“两军对垒”的深重影响。
《关于中国哲学史几个问题的讨论》，载《哲学研究》，１９５７（２）。

④⑦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第２４、

２７、２４、２５页。

郝逸今：《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载《新建设》，１９５７（６）。
《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 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

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７－０５－１４。

⑧　胡绳：《关于哲学史研究》，第４３７、４４１、４４５、４３９页。

梁志学、陈霞：《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对“中国哲学史座
谈会”的反思》，第６１２页。



这个教条便被斥为‘脱离马克思主义’、‘模糊了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还指出关锋等人所谓
的必须开展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战线”
或“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上会放松甚至掩护‘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物———教条主义”，
因而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① 关锋针对贺麟
等人主张继承传统哲学中“好东西”的说法，认为这
样的研究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尺码’，
去量（或者叫作比附更适当一些）古代哲学家的思
想”，而“这样做是极容易产生教条主义的”。② 双方
的对立在于：到底是日丹诺夫定义还是反对日丹诺
夫定义是教条主义？对立的双方都以反教条主义

为旗帜，反映了双方都意识到举起这面旗帜才能把
握会议的话语主导权。
除了“质疑派”和“独断派”之外，大多数与会者

可以说是“稳妥派”，即“许多人都是认为日丹诺夫
对哲学史所作的定义是具有普遍意义而同样可以

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问题在于如何理
解这个定义”③。任华是“稳妥派”之一，但他毫不含
糊地说：“这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的精神实质在于
反对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④就是说，“稳
妥派”将教条主义倾向与如何理解这个定义相联
系，还是把反对教条主义和日丹诺夫定义挂上了
钩。其实，大多数与会者的内心是把日丹诺夫定义
看作教条主义的，这反映在他们以此来评价胡绳、
艾思奇、孙定国这三个人的“重点发言”。胡绳的发
言如上所述，反对把日丹诺夫定义奉若神明的态度
比较明确，而且对“稳妥派”的上述观点有所批评：
在哲学史的讨论中，人们“只是努力从权威或其实
并非权威的著作中寻找一个有关的定义，好像不同
意见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对同一个定义的不同了

解，好像只要人们对这个定义找到正确的解释，就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⑤。艾思奇认为，“研究中国哲
学史以日丹诺夫的定义为总的线索，可以使我们不
致迷失方向”。孙定国的发言重在“阐释日丹诺夫
哲学史定义的正确性”，强调“日丹诺夫的定义，是
正确地反映了哲学史的一般规律”。⑥与会者对此
的反映是：“胡绳同志发言较好”，而“艾思奇、孙定
国的发言也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认为没有完全
摆脱教条主义”。⑦ 把这样的褒贬写入会议《总结》，
也表明了会议以日丹诺夫定义作为反对教条主义、
贯彻百家争鸣的切入口。

“座谈会”以此为切入口，不是偶然的。１９５６
年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
结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在这个会议的
第一天（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
关系》的讲话，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反对把苏
联经验教条化，这其中蕴涵着对斯大林把马列主义
教条化的批评。他指出，我们批评过党内一个时期
曾经盛行的教条主义，“但是教条主义现在也还是
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⑧。
显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过程中
形成的百家争鸣，正是为了反对学术界的教条主
义。而日丹诺夫定义将成为其中的目标，这在当时
已经有预兆了。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４月

２７日，陆定一在发言中指出，苏共对文艺学术干涉
太多，搞了“无数的清规戒律”，并明确点出“日丹诺
夫有几条”，在场的毛泽东对此发言予以赞同。⑨

在近一个月后（５月２６日），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
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报告，其中的一些论述
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如报告
说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并说“在学习马克思列
宁主义这个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
是教条主义的倾向”，这不能不使人们联想到为斯
大林掌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是不是也有错误呢？

把他的哲学史定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来学习是

不是也存在教条主义的错误呢？报告提出：“在人
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
心主义的自由”，学术界肯定会敏感地意识到这与
日丹诺夫定义将唯心主义纯粹作为“斗争”对象有
着很不同的蕴涵。瑏瑠 报告还指出：“对我国文化遗
产中的有益成分，有粗心大意一笔抹煞的倾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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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瑏瑠

贺麟：《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第４５６、４５７页。

关锋：《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第３３８页。

⑥　《关于中国哲学史几个问题的讨论》，载《哲学研究》，１９５７（２）。

任华：《谈谈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第２５１页。

胡绳：《关于哲学史研究》，第４３７页。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第２７页。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４２页，见《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转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第３８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事实上，从郑昕的《开放唯心主义》（刊登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８日
《人民日报》）可以看出，“座谈会”在评价唯心主义问题上对日
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就是由“有宣传唯心主义自由”而导入的。



是当前主要的倾向”，这也会使哲学界自然地叩问：
这是否也是在日丹诺夫定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史

研究的主要倾向呢？①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
苏共二十大以后，多次对斯大林的哲学提出批
评②，就在１月的“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即１９５７
年１月２７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上发表讲话，对斯大林时期的哲学有长篇的批评，
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
形而上学”，其中的一个表现，是“把德国古典唯心
主义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反动”，予以
全盘否定。③ 这里讲的许多人，大概是包括日丹诺
夫在内的，因为日丹诺夫的发言正是对包括德国古
典唯心主义在内的所谓旧哲学予以全盘否定的典

型。④ 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对于将日丹诺夫定义
作为学术界反对教条主义、进行百家争鸣的对象，
至少是不反对的。以胡绳和潘梓年当时的身份，对
于中共高层的上述动向应该是有所知晓的。
除了中共高层的态度之外，苏联哲学界当时

对于斯大林时期的哲学理论的检讨，也是激发“座
谈会”质疑日丹诺夫定义的推动力量。１９５６年７
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刊登李何的文章《苏联批判教
条主义，“哲学问题”杂志论阶级斗争和上层建
筑》，指出：“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是“苏
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思想界的主要动

向”；这一动向的显著表现是，１９５６年第３期《哲
学问题》的社论明确批评“许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教条主义地研究了斯大林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他著作。⑤ 《哲学研究》

１９５６年第１期发表《苏联学术界全面检查哲学研
究工作》的报道，其中提到苏联《哲学问题》１９５５
年第３期的社论《提高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思想理
论水平》（译文刊登于《学习译丛》同年第９期），批
评了１９４７年《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以来的虚无主
义态度。这里的批评矛头无疑是对着日丹诺夫定
义的。《哲学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４期发表苏联６卷
本《哲学史》主编之一约夫楚克的《关于〈哲学史〉
一书中东方哲学史若干问题的说明》，指出“《哲学
史》（包括东方哲学史部分在内）的作者们并不限
于阐明哲学家哲学思想发展的这种极为重要的内

部规律性，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然而，
这一点并不能概括净尽哲学发展过程的全部复杂

性和内部矛盾性）。他们力图表明唯心主义内部

历史地存在过的矛盾斗争。特别是讲到中国哲学
史的时候，作者们（中国学者侯外庐、冯友兰和胡
绳）力图证明孔子学说的矛盾和公元前４世纪就
已经开始的围绕孔子学说所进行的斗争；……《哲
学史》的作者和编者们坚持这样一种意见：假如把
公元前几百年时的孔子学说看做是一种全盘反动

的学说，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⑥。这实际上已对
日丹诺夫定义作出了修正。
当时学习苏联的氛围还十分浓厚，因而上述苏

联哲学界的消息不能不激励中国哲学界反思日丹

诺夫定义。事实上，正是受到苏联专家克列提出的
“在一定具体历史条件下，非科学的唯心论理论亦
能起进步作用”的说法的启发，贺麟在“座谈会”上
以唯心主义有“好东西”的观点质疑日丹诺夫定义。
他说：“我相信克列同志的说法，不是他个人的意
见，是有集体背景的，是代表苏联近来对哲学史的
新的进步的科学的看法”；“克列同志的说法，并不
妨碍日丹诺夫的定义，乃是教人不要把它当作死的
教条”；“克列同志说‘不可把哲学史上唯物论与唯
心论的斗争看作绝对真理与绝对错误的斗争。进
步性与科学性不可完全等同’。我认为这话精辟极
了，可以唤醒许多教条主义者的迷梦。政治立场很
进步或较左倾的人，思想上可能很主观、教条。
……简言之，认为唯心主义毫无例外地反动，就是
建筑在等同科学性与进步性上面，是违反历史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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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事实上，从冯友兰的所谓“抽象继承法”可以看出，“座谈会”提
出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正是有鉴于按照日丹诺夫定义，中
国传统哲学几乎没有多少遗产可以继承。

毛泽东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４
日）中说：“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
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
义。”（《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１２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
集》，第７卷，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朱谦之在“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在日丹诺夫思想的影响下
……康德和黑格尔在哲学史里都只是作为丑角而出现。”（《关
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第１２１页）

实际上，在苏共二十大以前苏联哲学界就开始反思斯大林的
哲学，苏联《哲学问题》１９５４年第２期发表社论《理论和实践
的统一》，强调反对教条主义，明确批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

该期《哲学研究》编者按说明，这是约夫楚克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８
日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并介绍约夫
楚克曾经在北京大学讲学。



主义的原则的”。① 冯友兰同样受到苏联反省斯大
林时期哲学的鼓舞，他认为“苏联实际上也在百家
争鸣”，并具体说到苏联《哲学问题》１９５６年第６期
登载的“全苏哲学家联系会议”的讨论情况（译文载
《学习译丛》１９５７年第２期），“我们对于这个报道感
到很大的兴趣”，因为这个会议“集中在哲学史的对
象和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继承性问题”，并据此展开
了两派的争论。②

当然，中国学者在遵循日丹诺夫定义过程中不
断进行的反思，是“座谈会”质疑日丹诺夫定义的最
大推动力。这种反思使得朱光潜在“座谈会”召开
的半年前提出建议：百家争鸣的“入手的办法是在
若干重要学科里挑选一些关键性的而且比较能引

起多数人兴趣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他列举的
学科和问题中就有“中国哲学史某个哲学家是唯心
的还是唯物的”。③ 朱伯崑在“座谈会”前三个月发
表于《人民日报》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
到的一些问题》，从以下四方面比较集中地表达了
许多人对日丹诺夫定义既依傍又反思而产生的众

多疑惑：一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如果只是关注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中国哲学史
势必局限于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这些中国哲学
材料不很丰富的领域，那么中国哲学史不就很贫乏
了吗？二是关于对历史上哲学家的分析和评价问

题。分而论之有四点：１．唯物和唯心的界限问题，
许多哲学家集唯物和唯心于一身，究竟把他们划分
到哪个阵营是恰当的呢？２．阶级分析问题，大量事
实证明唯物和唯心并不能和进步阶级、反动阶级相
对应，那么两者的对应还能说是普遍规律吗？３．对
唯心主义评价问题，如果说对其全盘否定是不对
的，那么，唯心主义中有没有“好东西”？如果有，应
该怎样估价？４．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因素问题，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没
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如何解释
中国哲学影响很大的既唯物又辩证的“气”的学说？
如何解释中国哲学史上重视物质生活对社会影响

的很多观点？三是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如
果只是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是哲学史的一般

规律，那么，如何能够看出中国哲学的特色呢？四
是关于如何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哲学遗产问题。如
果说“好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都有了，那么，
中国哲学遗产的丰富性和珍贵性体现在哪里呢？

他最后说道：“以上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
过去有些同志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但一方面也反
映了许多同志进行着独立思考，在反对教条主义的
研究风气。”④

三

“座谈会”的召开，使得许多人走出对日丹诺夫
定义既依傍又反思的状态，发出了公开质疑这一定
义的声音。“座谈会”主要讨论三方面的问题：“中
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及如何正确处理哲学史问

题；对于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应如何予以适当
的估价问题；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⑤“座
谈会”上对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就是围绕上述三方
面问题展开的。以下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予以
评述。
由于日丹诺夫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

作为哲学史的全部内容，因而第一方面问题对其的
质疑主要是：唯物和唯心的对垒是哲学史研究的全
部吗？一些与会者指出了这个定义的片面性、虚构
性和不“合法性”。任继愈指出：我们用日丹诺夫的
发言“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准绳”，但在实际中感
到“日丹诺夫给哲学史下的定义有不够全面的地
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缺点”：一、限于唯物、唯
心的斗争，必然偏重自然观、认识论，“就会在社会
历史观方面留下空白点”，让中国哲学史失去了许
多有价值的内容；二、“日丹诺夫的发言中对辩证法
如何战胜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这一严重事实重视不

够”，而中国哲学史上的辩证法却相当丰富；三、“日
丹诺夫的发言没有给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的哲学

流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其实，它在中国哲学史的
发展过程中“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冯友兰则
指出，以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为哲学史的
全貌，并非哲学史的真实面目，哲学史上的唯物主
义和唯心主义不是“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在各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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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贺麟：《我同意克列同志的说法的思想斗争过程》，见《哲学与哲
学史论文集》，第４７８—４８１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
《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
的各种怀疑论调》，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７－０３－１６。

朱光潜：《百家争鸣，定于一是》，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６－０７－１１。

朱伯崑：《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第

７６—８１页。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编者的
话》，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



展过程中“时常你一刀我一枪，战个几百回合，除此
之外，好像其间没有其他的关系”，实际情况是“它
们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对此他举
出宋明时期哲学史予以说明，认为若无程朱“理在
事先”的唯心论，王夫之也难以提出“理在事中”的
唯物论，他是“经过程朱而又继承张载”，这意味着
“过去只看见‘两军对垒’，……不是‘哲学’发展的
真正面目”。① 朱光潜则指出，实际情况是一个哲
学家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纠缠于一身，他以“思
想两栖”比喻之。② 贺麟的质疑更具挑战性，即日
丹诺夫定义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合法性。他认为，
日丹诺夫定义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绝对性，
而这是一个“不见经传的教条”；列宁说对立的斗争
是绝对的，是强调矛盾规律是绝对的，不能理解为
斗争是绝对的，而且经典著作上并未说过唯物同唯
心的斗争是绝对的。在这一点上，来自延安的著名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思敬举出列宁的“绝对与相对
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名言，支持了贺
麟的观点。③

由于日丹诺夫视“唯心主义只是一堆腐烂了陈
旧了的东西”④，因而第二方面问题对其的质疑主
要是：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是否毫无正面价值？大
多数与会者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最直白的就是贺
麟的名言“唯心主义有好东西”⑤。大体上，人们是
从唯心主义与政治、哲学史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关系这三方面来论证其“好东西”的。就唯心主
义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有的唯心主义曾起过进步作
用。张恒寿指出，董仲舒哲学是唯心论，但当时反
对压迫奴隶的“除专杀之威”、“富者田连阡陌，贫者
无立锥之地”首先是他说的，他用激愤的口吻谴责
苛重赋役等，如果把他的语言用诗歌形式写出来，
“不会比杜甫、白居易作品中的人民性更为少些”。⑥

不少与会者都举出了类似的事例，包括西方哲学史
的事例（如陈修斋）。就唯心主义与哲学史发展的
关系而言，一些学者认为唯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的
必要环节，在哲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韩树
英指出，“把哲学史作为人类认识过程来看”，不能
否认“某些唯心主义体系之中存在着‘好东西’”，比
如对柏拉图，就要肯定他是“最早提出一般概念在
认识中作用的人物之一”，至于“在中国，被戴震称
作‘以理杀人’的程朱理学，讲求‘格物致知，即物穷
理’，一反前此的烦琐萎靡的训诂之风，实在是表现

着一种理性的科学精神，对后世的认识发展有积极
作用。在推动认识的发展上不能只承认唯物主义
者张载的作用而抹杀唯心主义者程朱的作用”，“中
外哲学史都有几段时间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认
识的逻辑发展并没有越过而是经过这些阶段”。⑦

就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而言，肯定唯
心主义哲学价值的与会者主要是肯定一些唯心主

义哲学体系中有唯物论或辩证法的因素。贺麟则
更进了一步，他说：“我也认为唯心主义中是有好东
西，这不仅是指其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说，而
是说唯心主义本身有好的东西。”对此他举出的“证
据”之一，是王阳明的“良知说”，“‘良知’是方法，
‘致良知’是做人、求知的方法；‘良知’又是认识的
最高真理，是认识论。‘良知’从本体论上说来又是
最实在的东西。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在‘良知’

中得到了统一，这与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与
逻辑的统一很相似”⑧。这就是说，在唯心主义中也
有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言下之意，我们既
然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那么，怎么可以
不肯定与其有着相似成果的唯心主义的价值呢？陈

修斋对贺麟唯心主义本身有“好东西”的观点作了最
有力的支持，并反驳了关锋的某些责难。⑨

由于日丹诺夫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包含

了以往历史上哲学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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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第６８、６７页；《关
于〈两个问题〉的补充意见》，第７５页。

朱光潜：《谈思想两栖》，第１７２页。

参见《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１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关于“中国
哲学史工作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哲学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３期）、

郝逸今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新建设》１９５７年第６期）。

１９５７年第３期《学习译丛》刊登苏联哲学研究所所长费德赛耶夫在

１９５６年全苏哲学家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认为以往对于列宁的对立
面的统一和斗争的思想的理解有错误，“仿佛对立面的统一是没有
的”，“仿佛‘统一’这个概念抹杀了阶级斗争”。

朱谦之：《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第１２１页。

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第２０３页。在该文
中，贺麟说，在“百家争鸣”提出后，周扬、于光远都说过这样的话。

张恒寿：《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和阶级
斗争的关系问题》，第１８５页。

韩树英：《谈谈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第２０３页。

参见陈修斋的《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第２０７—２０８页）

和《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第２２４—２３２页）

两文。



方面问题对其的质疑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
地位的情况下，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是否具有当代
价值？一些学者对此的肯定回答，越出了日丹诺夫
的藩篱，这主要有如下三点。首先，在宗旨目的上，
用激活遗产取代注解登录。周辅成指出，受教条主
义影响，“马列主义的原则在我们手内，很像一张表
格，我们只是在遗产内寻找有无可填入表格的东
西。结果，中国哲学史变成了马列主义原则的注
解”。研究中国哲学遗产的宗旨，不是将其记录下
来作为马列主义的注脚，而是为了“使它的生动的、
活泼的问题与成绩，以活的面貌再现于我们的思想
中”，是为了认识到它们“对现代还有极大的积极作
用，它们并不曾完全死去”，是为了“注意它能对我
们今日思想有丰富意义与教训。它还可活于我们
今日人心中起积极作用”。就是说，所谓继承哲学
遗产的目的，是“使历史人物及其思想‘活’起来。
只要能‘活’起来，古人便会变为今人。他的精神在
社会中不朽，他们的遗产也会不朽”。①

其次，在方法途径上，用具体分析取代阶级标
签。石峻认为，“教条主义影响在哲学史工作中突
出的表现”，是对以往哲学遗产采取了简单化的贴
阶级标签的办法：“简单地只从抽象概念出发，见到
书本上几句话，字面上好像可以把它划归唯心主义
阵营的，就说那是代表没落贵族或大地主阶级的思
想；见到书本上几句话，字面上好像可以把它划归
唯物主义阵营的，就说那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或中
小地主的思想，有时在加上部分的反映了农民阶级
的要求等等，这样贴完标签，就算完事。”②有鉴于贴
阶级标签的简单化，冯友兰提出了著名的“抽象继
承法”③，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往往有两方面
的意义：具体意义（特殊意义）和抽象意义（一般意
义），前者基本上是有阶级性的，因而无法继承，后
者是没有阶级性的，可以继承。以孔子“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为例，就其具体意义而言，叫人学习
诗、书、礼、乐等，“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
要继承它”，但从其抽象意义来说，是指出了“无论
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的经常的温习和
实习，这都是很快乐的事”，由此而言，“这句话到现
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④ 可见，
提出“抽象继承法”是为了取代贴阶级标签的教条
主义方法，探索呈现中国传统哲学当代价值的新途
径。尽管“座谈会”内外对“抽象继承法”是批评者

众而赞同者寡，但对冯友兰在阶级分析之外另辟蹊
径，不少人在实际上是支持的，因而５月的“座谈
会”把“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不应仅停留于阶级
分析上”列为“中国哲学史中应当注意研究的一些
问题”之一。不少学者正是在“抽象继承法”启发
下，提出了一些在阶级分析之外的具体分析哲学遗
产当代价值的途径。
再次，在问题的阐释上，用理论论证取代表面

口号。朱启贤揭示了在日丹诺夫发言的禁锢下看
待哲学遗产的思维定势：“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以
外的其他哲学还有存在的意义，那，它们的存在也
就只是作为‘古董’而存在。它们既然是要不得的
坏东西和残缺不全的破东西，那么，它们对于我们
就是业已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我们接触它们就只
是像走进历史博物馆去看古董那样”，因而“‘看重
祖国哲学遗产’，就不能不说是一句口头禅”。⑤ 贺
麟和朱启贤认为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扭转上述
思维定势，从理论上论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产生的古典哲学思想，何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仍
然可以起良好作用？”⑥“何以历史上过去的哲学思
想在今天还能有用处？”⑦贺麟指出，马克思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困难还不在于理解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与一定的社
会发展形态有关。困难是，它们何以仍能给予我们
以艺术的满足，并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当作规范
和高不可及的模本。”他以此为钥匙，提出哲学“一
方面可以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被其利用，另一方
面它有其本身的价值”。前者是工具价值，后者是
内在价值。哲学的内在价值（其本身的价值）体现
在“哲学史的哲学体系往往具有典型性”，即在人类
认识史上具有必然性和代表性，而且它们是“那一
时代民族和阶级的生活经验、智慧、思想最高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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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辅成：《必须重视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第２７１—２７５
页。

石峻：《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
在的一些问题》，第１１１页。

吴传启的《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哲
学研究》１９５８年第２期），首先把冯友兰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
方法概括为“抽象继承法”。

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第２６０页。

⑦　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第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０
页。

贺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第１９８页。



结”，所以，哲学的内在价值“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
阶级倒了，某些卓越地表现了那个阶级的智慧的哲
学可以不倒”。①如果说，贺麟是以区分哲学的两种
价值来论证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那么，朱
启贤则是以哲学的特性和中国哲学的特点作为传

统哲学“所以能继承的理论根据”。他指出，哲学的
普遍性特性表现在每一命题都是全称判断，而“一
切哲学命题对于任何时代的人、任何地区的人，在
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的人，其真实性都是相同的”，
所以，“哲学的普遍性结合真理的客观性就产生了
继承的可能性”，即传统哲学具有当代价值的可能
性。他还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是道德原理、教育
原理的遗产特别丰富，然而，“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有着
“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②

从上述情况可以感受到，“座谈会”对日丹诺夫
定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哲学史表示出了严重怀疑。③

如果“座谈会”之后，像贺麟希望的那样，集中反对
教条主义，那么，日丹诺夫定义有可能被彻底摒弃。
然而，现实没有提供如此的可能性。１９５７年５月

１５日（５月“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了
《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判
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还说“一部分人有
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部分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

党为国的”，强调“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
义”。④由此拉开了“反右”序幕。在“座谈会”上力挺
日丹诺夫定义的关锋，马上将对定义的质疑称为比
教条主义“为害更大的修正主义倾向”，要求“对它
作进一步的清算”。⑤事实上，对日丹诺夫有所异议
者确实遭到了“清算”：或被打成右派或受到批判。
于是，日丹诺夫定义继续被奉之为圭臬。然而，这
倒是反衬出“座谈会”的历史意义：作为３０年里对
日丹诺夫定义仅有的一次质疑，是２０年后彻底破
除日丹诺夫定义的先声。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哲
学史”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①　贺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第１９８—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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